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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主义的科学观
———论冯友兰眼中的汉代科学精神

代玉民
( 南京大学 哲学系，南京 210023)

摘要: 尽管认为传统中国因自身的价值标准而未产生出科学，但在撰写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冯友兰先生特别指出汉代人具有科学精神。首先，汉代人以物质性的阴阳五行观念将形而上的哲学观念转变为具有实际内容的科学观念; 进而，他们以阴阳五行科学观念为基础，建构出囊括人与自然界的“五行相生相胜”与“天人感应”学说，形成了系统化的、科学的世界图式，即汉代人赖以解释和改造世界的科学观。但是，汉代的科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因为这种科学观建立在主观联想的基础上，而主观联想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曲解，并非真实有效的科学反映。所以，汉代人在依此科学观解释和改造世界时便具有不可言说的神秘主义成分。这种神秘性在冯先生看来主要受到巫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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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文明发展至近代，哲学家们逐渐脱离经验世界，转向对于超验的、绝对的、不变的永恒实在的探求。在杜威( John Dewey) 看来，确定性的追求造成了科学与价值、行动与知识的割裂，同时导致对科学的哲学价值的忽视。〔1〕196 － 220 这种实用主义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科学主义思潮在哲学领域的一种反响，换言之，“这种新哲学完全是近代科学发达的结果。”〔2〕76 － 77 曾受教于杜威的冯友兰，虽在哲学上主要接受了新实在论，但实用主义对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某种程度上，冯先生对科学的关注，正是这种影响的体现。
冯先生一生致力于新哲学的建构与中国哲学史的撰写，受实用主义的影响，自然科学已成为其哲学与哲学史的潜在背景。冯先生虽表示中国因自身价值标准而没有产生科学，〔3〕32 但在撰写中国哲学史时，他 特别指出“汉人最富于科学底精神。”〔4〕199 不过，在冯先生看来，汉代人的科学精神虽与西方的科学精神如出一辙，但其所衍生出的却 是一种与西方自然科学不同的神秘主义的科学观。

一、何为科学

在探讨汉代科学精神之前，有必要了解下冯先生对科学的看法。冯先生理解的“科学”，主要涉及 三个方面:
1． 与“哲学”相对立的知识体系。冯先生在实用主义与当时科学发展的影响下“遭遇”科学，因而在探讨哲学时，他常以科学为对立性的文化体系。可见，冯先生并非孤立地就“科学”而研究“科学”。他指出，“科学之目的在求真; 而哲学之目的在求好”〔5〕66，“广义的科学，凡是一种有系统的确切知识，统称之谓科学，这样说来，哲学也是科学之一。狭义的科学，是专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而言，并不包括算学、逻辑学、哲学”〔6〕556 － 557，“凡哲学中之派别或部分对于实际有所肯定者，即近于科学。其对于实际所肯定者愈多，即愈近于科学。科学与哲学之根本不同在此。”〔7〕10 这表明，冯先生有意识地将哲学置于与科学的对立关系中，以科学为对立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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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托出哲学的特点和定位。实际上，不仅科学衬托了哲学，哲学也作为对立面的他者刻画出科学的求真、肯定实际、注重确切知识的特点。
2． 以实验为方法。冯先生认为科学旨在对事实作积极的、有内容的解释〔8〕487 ，即对事实作出有实际意义的解释。若要达到此目标，最有效的方法是使论题通过实验方法获得经验的证实。〔8〕487 实验的方法可以根据研究目的，对研究对象进行控制变量的操作，以验证研究对象发生的变化，从而证明或证伪科学假说。因而，从传统的实验主义到新实验主义，均将实验视为科学认知活动的合理性来 源。〔9〕47 － 79 同时，冯先生认为，绝大部分科学依赖于实验方法和工具。这样，试验工具、手段的不断地、快速地发展，也促成了科学的快速进步。〔7〕15 相比于科学，哲学的方法主要是“思”，思考所借助的工具 主要是语言文字，因为语言文字已经发展到较为成熟的程度，故而哲学的发展虽可以较以往更严密成熟，但也不容易完全逸出前人所及之范围。〔7〕15 在冯先生看来，哲学并不具备实验的方法，相较于哲学而言，实验的方法是使科学成为科学的重要保障。
3． 以综合命题为主要命题形式。作为科学知识的表达形式的命题，主要有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 两种。冯先生认为，这两种命题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其真假的断定是否需要涉及事实，如分析命题从形 式上便可断定其真，无需涉及事实，但“综合命题是 有关于事实底，例如‘太阳每天出来’，这一类命题 必待事实的证明，我们才可以认它是真底。”〔10〕188 不过，综合命题虽可被事实证实，但这种证实并不具有必然性。因为事实只能证明“太阳每天出来”这一命题在过去时间的真实性，但不能保证未来太阳 一定会每天出来。〔10〕188 由此可见，综合命题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其真假需要借助经验事实证明或证伪，二是即便有经验的证明，但其真仍具有或然性。〔10〕188 科学也是如此，科学的命题需要对事实作出有内容的、积极的解释，这种科学解释虽有经验可证，但又具有或然性。这样看来，相较于不涉及事实的分析命题，涉及事实的综合命题更符合科学 命题的特点与需求。因此，科学命题主要是综合命题，而非分析命题。
可见，冯先生理解的科学是以综合命题为形式，以实验为方法的自然科学。这种科学既可使人获得认知世界的确切知识，又可赋予人改造世界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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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代的科学精神

根据对科学的认知，冯先生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不需要科学，但在撰写中国哲学史时，他却认识到汉代人特别具有科学精神。那么，这种汉代科学精神是什么呢? 对此，冯先生表示:
自秦以降，汉人最富于科学底精神。所谓最富于科学底精神者，即其所有之知识，多系对于实际之肯定。当时所流行之哲学，为阴阳五行家。此派哲学，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我们的原始底科学。其所主张，如五行之相生相胜，以及天人交感之说， 皆系对于实际之肯定。凡先秦哲学中所有之逻辑底观念，此时人均予以事实底解释，使之变为科学底观念。〔7〕14
阴阳家之学，虽有若斯流弊，而中国科学萌芽， 则多在其中。盖阴阳家之主要的动机，在于立一整个的系统，以包罗宇宙之万象而解释之。其方法虽误，其知识虽疏，然其欲将宇宙间诸事物系统化，欲知宇宙间诸事物之所以然，则固有科学之精神也。〔11〕69
据此可知，冯先生所谓的“汉代科学精神”主要包含两方面:
1． 汉代人对实际的肯定，促使哲学观念转变为科学观念。以儒墨名法为主的先秦哲学，讨论的多是心、性、道、善、恶、同、异等形式化的哲学概念，但汉代人却特别重视阴阳五行说，并将其应用到对世界的思考中，从而使得汉代的天文学、礼法、音乐、医学、算学等方面均以阴阳五行说为基础进行解释、建构。
例如，在音乐方面，《汉书》借助五行将“宫、商、角、徵、羽”解释为“角为木，五常为仁，五事为貌。商为金为义为言，徵为火为礼为视，羽为水为智为听，宫为土为信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则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12〕833 在度量方面，将“龠、合、升、斗、斛”五种量器从阴阳的角度解释为“上三下二，参天两地，圆而函方，左一右二， 阴阳之象也。”〔12〕839 在医学方面，阴阳五行学说更得到深入贯彻，《黄帝内经》以阴阳论人身，如“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之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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胱三焦六腑皆为阳。”〔13〕38 － 39 同时，汉代人也以五行来理解人的五脏，如“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 精 于 肝，故 病 在 头。 其 味 酸，其 类 草木”〔13〕40 等。
以阴阳五行解释人与自然是汉代思想的特点。不过，与先秦哲学中形式化的哲学观念不同，汉代人的阴阳五行观念并非形式化观念，而是涉及实际存在的物质性观念。对此，冯先生指出古代的科学家们“把阴阳和五行看成是具有不同性质的物质元素，用来说明物质的构成。”〔14〕441 － 442 物质的构成是汉代人在解释人与自然时面对的首要问题，他们以物质性的阴阳五行观念对人与自然中诸对象的构 成、原理进行理解，无论这种理解是否真实有效，不可否认的是，这为汉代人思想中的世界图式奠定了物质性的基础。
先秦时期的哲学，以易传、道家等哲学为主流， 其依据的主要是不涉实际的哲学观念。而汉代人 以物质性的阴阳五行为基本观念，在解释事物时， 阴阳五行的物质性便填充了以往哲学观念的空灵。如冯先生所言，“凡先秦哲学中所有之逻辑底观念， 此时人均予以事实底解释，使之变为科学底观 念。”〔7〕14 汉代人将以往的哲学观念转变为科学观 念。很大程度上，这一转变成为汉代科学精神的 基础。
2． 汉代人将科学观念体系化，构成系统的科学世界观。在冯先生看来，汉代阴阳五行家不仅用阴阳五行观念解释诸对象的物质构成，进而还“用阴阳五行的相互作用，说明物质现象间的相互联系。”〔14〕442 在解释这种相互联系过程中，阴阳五行的科学观念与人和自然相结合并体系化，最终形成一 套完整的、科学的世界图式。其中，董仲舒的“五行 相生相胜”与“天人感应”学说，最具代表性。
就“五行相生相胜”而言，董仲舒指出木、火、土、金、水五行之间具有“比相生而间相胜”〔15〕362 的关系:
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15〕362
天有五行: 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 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15〕321
以先秦的五行说为基础，汉代五行的排序被固定为木、火、土、金、水，董仲舒的这种排序，并非随意为之。一方面，这种排序有利于五行与方位、季

节等因素相匹配。例如，“东方者木”〔15〕362“木者春”〔15〕371，“南方者火”〔15〕363“火者夏”〔15〕373，“中央者土”〔15〕364“土者夏中”〔15〕374，“西方者金”〔15〕365“金者秋”〔15〕375，“北方者水”〔15〕365“水者冬”〔15〕377 。董仲舒从时空的角度，将木火土金水与东南西北和春夏秋冬进行匹配。另一方面，这种排序也决定了五行间的生克关系。根据春夏秋冬的时间顺序与东南西北的空间位置，相应的五行之间便具有了相生的关系，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此为
“比相生”。而“间相胜”则指五行间的克制关系，不过，这种相克关系存在于某一行的前后两行之间， 而非相邻的两行之间，即木胜土、火胜金、土胜水、金胜木、水胜火。〔15〕367 － 371
五行的相生相胜代表着自然界事物间的生克关系，某种程度上，先秦的五行家已有此类观点。冯先生认为，战国的阴阳五行家，“他们所说的五行和阴阳，基本上还是物质性的东西。”〔14〕441 但到了董仲舒，他进一步将五行的生克关系与人事相匹配， 将所谓的“自然真理”推广到人类事务上。例如，
“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火竭其忠。故五行者， 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以子而迎成养，如火之乐木也。丧父，如水之克金也。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谓有行人矣。”〔15〕321 － 322 董仲舒打破了将五行说仅限于解释自然的传统，在将人事纳入五行相生相胜体系后，人与自然构成了以五行为基础的系统的世界图式。在这种世界图式中，人事是自然的延伸。也就是说，五行生克的体系以自然为主，人处于边缘地位。为了突出人在阴阳五行的科学世界观中的作用，董仲舒在“五行相生相胜”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的“天人感应”学说。
“天人感应”学说，主要包含“人副天数”与“同类相动”两方面。对于“人副天数”，董仲舒解释为
“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 日数也; 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 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 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15〕356 － 357 这表明，人在身体构造上与天相符。又按照“天地之常，一阴一阳”〔15〕341 的说法，天既然由阴阳构造而成，那么， 与天相符的人亦由阴阳构造，与天同类。
“类”概念的提出，在冯先生看来，是阴阳五行家实现“天人感应”的关键。〔14〕445 自先秦以来，阴阳五行家便发现“类固相召，气 同则合，声 比则应”〔16〕722     的“同类相动”现象。很明显，这种类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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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观察的“明见性与自然性”〔17〕50，“从王充引述
‘同气相类，动相招致’的成说看，‘同气’是类感的实质。”〔17〕50 可见，类感思想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科学性。因而，在“以类合之，天人一也”〔15〕341 的前提下，董仲舒便将自然界的“同类相动”原则顺理成章地推广到人事中。据此，他提出了“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15〕358，“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 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15〕358 － 359，“天将阴雨，人之病故为之先动，是阴相应而起也”〔15〕359 等说法。这些说法既使人事立足于自然界的阴阳五行及其关系，又使这种关于人与自然的新理论得以系统化，形成“天人感应” 学说。
自阴阳五行家以物质性的阴阳五行观念解释诸对象以来，科学观念取代了哲学观念成为汉代科学精神的基础，建立在“五行相生相胜”基础上的
“天人感应”说则进一步将这种科学观念渗透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阴阳五行家企图用一个体系， 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一种统一的解释，用一些原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贯穿起来，”〔14〕445 其中，作为科学观念的阴阳五行给予了汉代人眼中的确切 知识，而五行生克关系与天人感应则赋予了汉代人统治世界的权力。冯先生指出，“科学有二方面，一方面注重确切，一方面注重权力。惟对事物有确切的知识，故能有统治之权力。”〔11〕26 汉代这种系统的世界图式，很大程度上具有冯先生所谓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确切与权力，因而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在冯先生看来，尽管汉代的科学“其方法虽误，其知识虽疏，然其欲将宇宙间诸事物系统化，欲知宇宙间诸事物之所以然，则固有科学之精神也。”〔11〕69

三、汉代科学精神的神秘性

汉代人建构起以“天人感应”为特色的世界图式，以物质性的阴阳五行观念来解释和改造人与自然，在冯先生眼中，这是汉代人科学精神的表现。但对于汉代的科学观，冯先生并非完全认可，原因在于这种科学观具有神秘主义成分。
对于中国哲学中的神秘主义，冯先生将其定位为“‘万物一体’之境界”〔18〕108  ，但这与汉代人思想的神秘主义并不相同。对于汉代科学观的神秘性， 冯先生表示:
88

人受自然界事物的限制和影响，但同时又改造自然界。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与自然是相互影响的。不过，五行家所谓“天人感应”，不是从这种意义上说的。照他们所说的，人与自然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人的行动，特别是统治者的行动，可以神秘地“感动”自然界，使之有正常的或不正常的现象。〔14〕445
冯先生认识到，汉代“天人感应”揭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真理，而是一种
“神秘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神秘性，表现为以不可言说的“感动”作为沟通人与自然的桥梁。按照汉代人的逻辑，“天人感应”中神秘的联系主要源自于
“同类相动”原则。对于“同类相动”，冯先生并未完 全否定，他指出“两个乐器，如果震动数相同，可以引起共鸣，这就是所谓的‘同声相应’，‘鼓宫而宫动，鼓角而角动’，这是真实的”〔14〕445 － 446 ，而对于“从山里出来的云彩有草木的形象，从水里出来的云彩有鱼鳞的形象”等相感现象，他却认为“这些都是毫 无根据的虚构。”〔14〕446 这种虚构“把自然现象拟人化，认为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力量，也是有意识、意 志和目的的。”〔14〕446 这在冯先生看来“是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14〕446
从历史角度看，汉代“天人感应”的科学观虽由先秦阴阳五行说发展而来，但其神秘主义已由先秦 的“唯物主义”转为“唯心主义”。对此，冯先生指出:
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家，就其自然观方面说， 唯物主义的成分是占主导的一面。这种情况到了秦汉以后，发生了分化，形成了两条对立的路线。一条路线是，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抛弃了原来的神秘主义成分，特别是“天人感应”的迷信，坚定地走向了唯物主义的道路，这就是，如上节所讲的，如《内经》所讲的阴阳五行的思想。一条路线是，发展了战国以来阴阳五行学说中的神秘主义成分，抛弃了原有的唯物主义的观点，进一步和宗 教迷信结合起来。这就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所讲的阴阳五行的思想。〔14〕447
在此冯先生追溯了自战国至秦汉时期阴阳五行说的发展历程。他曾指出“战国时代的阴阳五行家的体系里，所谓阴阳五行，还保持原来的意义，就是说，他们所说的五行和阴阳基本上还是物质性的东西。”〔14〕441 但是，先秦的阴阳五行说在秦汉时期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一种是延续了先秦阴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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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说的自然主义路径，另一种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此说“把阴阳和五行看成是具有精神、意识和道德属性的实体，从道德意义去了解阴阳五行相互作用的法则，把现象间的相互影响看成一种精神性的‘感应’或上帝意志的体现，认为世界的变化是有意识、有目的的。”〔14〕446 － 447 因为天人感应理论中透露出的“自然的拟人化”、“世界的目的性”等思想，并非通过实验被证实的确切知识，而是来自于人的主观联想与虚构，根据这种虚构的知识来解释和改造人与世界，在冯先生看来正是这种学说神秘性所在。同时，有学者提出“天人感应”说中亦吸收了墨家的“天志”说，〔19〕201 若这种说法成立，则墨家学说的强烈宗教色彩亦为汉代的“天人感应”增添了神秘性。
值得注意的是，冯先生所谓汉代的阴阳五行说分为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两种路径，实际上，前者 是指汉代人将先秦的哲学观念坐实为阴阳五行的 科学观念，后者是指汉代人以这种科学观念为基础而主观建构的关于人与自然的体系，即“天人感应” 说。这两种路径虽对立，但却是同一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自然主义的科学观念是“天人 感应”说的基础，而“天人感应”说是建立在阴阳五 行科学观念上的世界图式。由此看来，作为汉代的科学世界观，“天人感应”说是建立在汉代科学观念基础上的一种神秘主义的世界观。
既然汉代科学观的是神秘主义的科学观，那么，它为什么会有这种神秘性呢? 对此，冯先生提出，汉代科学观的神秘性与巫术有关。例如，对于
“天人感应”说，他表示:
照他们所说的，人与自然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人的行动，特别是统治者的行动，可以神秘地
“感动”自然界，使之有正常的或不正常的现象。这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也是巫术思想的一种表现。巫术认为人的身体如果做出一定的姿态，发出一定的声音，例如掐诀、念咒之类，就可以感动自然界， 叫它起一定的变动。阴阳五行家“天人感应”的思想，就是这种巫术思想的发展。〔14〕445
“天人感应”是董仲舒创立的理论，冯先生却将此说视为阴阳五行家的理论。因为在他看来，秦汉时期的儒者与方士关系密切，并且“阴阳家者流，出于方士”〔20〕355 ，所以，“在秦汉，儒家之人亦为阴阳家之人，儒士亦为方士。例如董仲舒一人即备此四项资格。其书中有求雨止雨之方法，实即方士之方术

也。”〔20〕356 董仲舒既然是方士，则他的学说自然成为阴阳五行家的理论。进而，冯先生提出，“天人感应”说实际上是一种巫术理论。这一论断的原因主要在于:
1． 巫术与“天人感应”说都肯定以“类”为基础的联想原则。爱德华· 泰勒( Edward Tylor) 认为，
“巫术是建立在联想之上而以人类的智慧为基础的一种能力”〔21〕121 ，联想是巫术的重要特征。并且，作为巫术的重要规律之一，以“同类相生”为主要原则
“相似律”正由联想而产生。〔22〕19 这表明，巫术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正是由于人与自然界中的现象、事物具有“同类”的关系。而主观的联想则是保证
“类”观念及其效用的依据。
与巫术类似，汉代“天人感应”说也特别注重
“类”概念。董仲舒专门撰有“同类相动”一文，借助 动物、云雨、宫律、人之祸福等同类现象，以说明“物故以类相召”〔15〕359、“类之相应而起”〔15〕358 的同类相动的原则。对汉代人而言，这种原则的可信性主要来自于对人与自然的观察，首先发现自然事物间存在着相应的现象，进而将这些个别现象联想为“同类”事物间的相互感应。由于汉代人认为人也是自然世界中的一员，天地间存在着与人同类的事物或现象，因而才将这一同类相动的原则推广到人类事务中。故此，冯先生指出，“他们企图用‘类’的观念 解释这种虚构的联系”〔14〕445 ，正是“阴阳五行家给这种巫术思想一种理论的根据”〔14〕445    。
2． 巫术与“天人感应”说都属于神秘主义的“伪科学”。对于巫术与科学的相似之处，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aw Malinowski) 认为，“乃在由一个清楚的目的，深切地与人类本 能、需 求、事 务等相联络”〔23〕74 ，而詹姆斯· 弗雷泽( James  G．  Frazer) 认为，“二者都认定事件的演替是完全有规律的和肯 定的。并且由于这些演变是由不变的规律所决定 的，所以它们是可以准确地预见到和推算出来 的。”〔22〕76   两位学者不同角度的阐述表明，巫术与科学十分类似。但是，巫术并非真正的科学。因为科 学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在实验中一切事情都是 光明磊落的和公开进行的。每一步骤都是外表的， 都是可以观察得到的”〔1〕222  ，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关于科学实验步骤、事物间因果联系的清晰了解。
然而，巫术建立在主观联想的基础上，这种联想虽有赖于对事物间关系的观察，但这种观察并未如科学实验那样通过控制某些条件，以验证事物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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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联系，而是主观地将这种观察到的联系，与其他事物乃至人类事物相关联，这造成了对事物间真实关系的曲解，正如“错误的‘相似联想’产生了
‘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22〕76 当这种神秘的联想系统化后，巫术便成为了“精心炮制的系统化了的伪科学。”〔21〕141     按冯先生的看法，阴阳五行家也
“以更多的虚构代替事实，以更多想像代替真实的缺乏”〔14〕444 ，以“同类相动”、“天人相感”为原则，将人类社会的道德、政治等与自然界的颜色、季节、方位等相对应，建构起一套系统的人与自然之间互动的理论体系。很大程度上，与巫术类似，这也是一种神秘主义的“伪科学”。

四、结	语

罗素曾说: “形而上学，或者是借助思想将世界整合为一体的尝试的发展，最初始于人类朝向神秘主义与科学这两种冲动的结合与斗争。”〔24〕7 在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汉代部分时，冯先生正遇到了这种情况。
汉代人将阴阳五行观念坐实为与事实相关的科学观念，以此为基础建构出“五行相生相胜”与
“天人感应”为主要内容的世界图式，并依此来解释和改造世界。这种以物质性的科学观念建构的体 系，冯先生认为，对汉代人而言既具有使人认识世界的确切知识，又具有使人改造世界的权力。因而，它 在形式上具有“一切科学底知识所同然者”〔4〕200 ，这是汉代人科学精神的表现。不过，科学精神并未使汉代人建构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观。汉代人以“天人感应”为特色的世界观，是主观联想的结果，并非通过实验获得的确切知识。所以，汉 代人依此解释和改造世界时，便具有不可言说的神秘性。在冯先生看来，这与巫术的影响有关。因 而，“阴阳五行家思想是一个科学和巫术相混合的
体系”〔14〕441    ，即神秘主义的科学观。

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来撰写了颇具考据特色的中 国哲学史。严复与胡适，作为贯通中西科学与哲学的两位前辈学者，一位偏向以中国哲学主观化科学，一位偏向以科学客观化中国哲学。这样，尽管二人的学说各有优势，但其主客观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理论上的偏颇。就此而言，冯先生从神秘主义的角度探讨汉代的科学精神，颇具典范意义。一方面，神秘主义的主观性化解了汉代科学精神的客观性，这样便避免了胡适的问题; 另一方面， 科学精神的客观性限制了汉代神秘主义的主观性， 这样便避免了严复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提出汉代人具有神秘主义的科学观，其意义不仅局限于对汉代思想的哲学史梳理，更反映了冯先生在会通科学与中国哲学时，注意将二者的关系保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限度内，从而为后世的中西科学与哲学的融合与创新，树立了榜样，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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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tical View on Science: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Han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ng Youlan

DAI Yu － min
(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Though the traditional China didn’t produce science，Feng Youlan insisted  that  people  in  Han  dynasty  had  the  scientific  spirit．   Han  people turned the metaphysical concepts to the scientific concepts with physical content by the physical concepts of Yinyang and Wuxing．  Then they constructed the teachings of“the production and elimination of Wuxing”and“human － heaven mutual interaction”which was the systematic world schemata that in- cluded human beings and the nature．  This was the view on science in Han that helped people understand and reform the world yet it was not the real sci- ence．  Due to the subjective association，the Han’s science distorted the actual relation between human and the nature．  Hence，the mystical components emerged when Han people used their science to understand and reform the world．  Besides，the mystical components were influenced by witchcraft．
Key words: mysticism; view on science; Feng Youlan; Han dynasty; human － heaven mutual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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